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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LandScan 全球人口和 ESA 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 2000—2015 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

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 GMM 法探索空间结

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

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 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

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

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

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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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于“强省会”战略的部署，不少省份

希冀通过引导资源向省会城市集聚，做大做强“头

部”，进而辐射带动整个省域经济的发展。典型的

如，江苏省提出要“努力建成首位度高的省会城

市”，河南省出台《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

要（2017—2035 年）》，四川成都代管县级市—简

阳市，陕西西安代管区—西咸新区，山东省地级

市—莱芜市并入济南，吉林长春代管县级市—
公主岭市。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不断强调要增强中

心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这意

味着中国的空间发展政策正发生变化，从以沿海

对外开放、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为代

表的“梯度推进”模式，转换到设立国家中心城市

与国家级新区和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中心

辐射”模式[1]。“强省会”战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省会城市具有更高的人口首位度，进而呈现单中

心化的特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中心辐射”

模式是否真的有效？具体而言，偏单中心化的人

口空间布局是否能拉动整个省域的经济发展呢？

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尚不足以直接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基于全球人口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识别

实体城市并提取其常住人口，构建 2000—2015 年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分析全国省域人

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并探究人口空间结构对

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探索

了以往较少涉及的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

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尝试解决由于常住人口数

据不可得导致的人口空间结构测度误差问题，借

以处理经济发展会反向影响人口空间结构的因果

识别问题。研究不仅为深入理解人口空间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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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制—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博弈提供

了实证证据，且有助于从人口空间结构的角度回

应现阶段“强省会”发展战略是否有效，检验新时

期“中心辐射”空间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为中国新

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1    理论框架及相关文献综述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规模报

酬递增的框架下把空间纳入了主流经济学模型，

诠释了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影响区位选择的作

用机制，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也成为分析人口

空间结构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理论。除此之外，大

尺度的区域人口空间结构还涉及多个空间主体之

间相互作用的理论，主要包括网络外部性和集聚

阴影理论，这 2 个理论又被称为“区域性的聚集经

济和集聚不经济（neighboring agglomeration eco-
nomies and diseconomies）”[2]。具体而言，资源要素

在空间上集聚，会通过学习、共享、匹配等机制获

得集聚经济[3~5]，进而借助交通、信息等不断完善的

基础设施实现网络外部性[6]，先“虹吸”再“辐射”，

“以点带面”地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按照这

个逻辑，“强省会”的人口空间结构有助于提升省

域经济效率。然而，理论上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强省会”的策略并非一定有利于整个省域的经济

发展。首先，资源的过度集聚会产生诸如拥堵、污

染、高房价、公共卫生危机等集聚不经济的效应[7,8]，

高首位度的省会城市会日渐掣肘于自身这一瓶颈；

其次，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资源要素的“虹吸”会

使得周边地区形成一个不利于发展的阴影区，产

生“灯下黑”的集聚阴影效应[9~11]，进而不利于整个

地区的发展（ 图 1）。因此，从理论上判定“强省会”

的单中心空间结构是否有利于整个省域的经济发

展，取决于上述 2 种不同效应的对比。

“强省会”的人口空间结构能否提高经济效率

在实证检验上也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人口空间

结构的测度往往存在误差。受制于现有公开数据

的统计口径，空间结构的测度很难基于常住人口

的城市实体。一般而言，统计年鉴上的户籍人口

与真实的常住人口在规模上相距甚远，且通常高

估了小城市的人口规模，而低估了大城市的人口

规模，这就使得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现象会在

数据上被“掩盖”。而且基于可操作考虑，现有年

鉴统计的人口均是一定行政范围内的全部人口，

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一些破碎的人口集聚区统计为

同一个城市，或导致空间上连续分布的人口由于

被行政边界切分而归入不同的城市。这些都使得

人口空间结构在测度上出现偏误。第二，人口空

间结构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举例来说，不

仅人口向省会集聚的单中心式空间结构会促进省

会的经济发展，这种由单中心引致的经济发展也

会使其后续发展锁定该路径，进而使人口空间结

构布局更加单中心化。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会使得

实证结果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尽管上述两方面的

实证挑战是人口空间结构研究领域普遍认可的难

题和前沿[12,13]，但在现有省域尺度人口空间结构影

响经济绩效的研究中，这两个实证挑战均未得到

良好应对。谢小平等 [14]、徐长生等[15] 分别基于统

计年鉴人口测度了省域首位度以及赫芬达尔指数，

这就使人口空间结构的测度存在一定偏误。刘修

岩等 [16] 虽然较好的解决了空间结构的测度问题，

但并未处理人口空间结构和经济绩效二者间的反

向因果关系。

总之，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人口空间结构

和经济绩效关系的分析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

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人口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

作用尚不确定，人口空间结构的测度尚存误差，人

口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反向因果问题尚未得到

良好处理。 

2    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测度及其时

空特征
 

2.1    实体城市及其人口的识别和提取

准确识别城市实体并提取与之相应的常住人

口规模是可靠地测度人口空间结构的前提，也是

空间结构实证研究中面临的一大挑战。中国的城

 

图 1    “强省会”的人口空间结构对经济

绩效影响的理论框架

Fig.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with a strong capital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11 期 孙斌栋等：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1885

 



市范围与行政地域紧密相关，但行政地域往往还

包含了乡村地区[17,18]，因此简单地以行政范围代替

城市实体必然使得人口规模在统计时出现偏差，

无法准确地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情况。然而，关于

如何界定中国的城市实体一直缺乏公认的标准。

2008 年国务院发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给

出了最新的城市实体地域官方界定，但这一标准

总体上仍属于定性判断，可操作性有限。与此同时，

随着遥感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借助

遥感影像提取不透水面来识别城市实体[19]。不透

水面主要由阻碍水自然渗入土壤的人工建筑物组

成，是人类居住区的主要用地类型划分依据[20]，能

切实反映出城市景观的空间范围。除了真实的城

市景观外，规模也是识别实体城市的一个重要指

标，只有当人口聚集到一定的规模，才能称其为城

市[21]。因此，本文利用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ESA）发布的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提取不透

水面用地（0.3 km×0.3 km），并结合美国能源部橡

树岭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LandScan 的全球人口数

据，重新识别了中国城市实体。其中，LandScan 是

能真实反映常住人口（包括就业和居住）的数据库，

是全球最为准确、可靠，具有最佳分辨率（1 km×
1 km）的全球人口动态统计分析数据库。本文具体

识别城市地区中未包含中国港澳台地区。

本文识别实体城市并提取人口的具体过程如

下：① 将 ESA 用地数据重新采样到与人口数据

相同的分辨率，即 1 km×1 km；② 提取欧洲航天

局用地数据中的不透水面用地作为候选实体城市

区域，并与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匹配，剔除无人口数

据的不透水面；③ 将空间相邻且有人口数据的

不透水面进行合并，得到连片的人口聚集区。在这

些连片集聚区中，部分年份出现了跨越地级市边

界的连片不透水面，如江门–中山–佛山–广州–东
莞–深圳、汕头–潮州–揭阳和杭州–绍兴。据此判断

这种连片很可能是基础建设一体化的结果，而非

已经真正地实现了同城化，因此在识别时进一步

使用地级市行政区边界对这些跨越地级市边界的

连片不透水面进行了切割；④ 以 10 万人口作为

城市门槛，提取人口大于门槛人口的聚集区作为

实体城市，并提取其上相应的人口规模。事实上，

对于城市规模的门槛一直存在争议。国际上常以

10 万人口作为城市的识别门槛[22,23]，国内学者在识

别城市时也多使用 10 万人口作为划分中国城市

与县城的界限[24]，因此本文也沿袭了这一做法。

图 2 展示了基于上述数据和方法所识别出的

实体城市个数（图 2a）及其人口规模（图 2b）。首先，

从识别实体城市的规模来看，本文识别的实体城

市基本可靠。图 2a 中城市的人口规模的中位数约

为 22 万人，且中位数偏向靠近 25% 分位点而相

对远离 75% 分位点，这反映了中国小城市数量多

且存在超大规模的特大城市的事实。2000 年和

2015 年的城市个数和规模（图 2b）也同样证实绝

大部分的实体城市规模偏小，但超过 500 万人口

的城市其人口规模在 15 a 间有大幅增长。其次，

从实体城市的个数来看，城市个数随着时间的推

移稳定增加，这也与中国城镇化不断推进的事实

相符。最后，从实体城市的空间分布来看，本文的

识别亦是可信的。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城镇化水

平相对较高的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实体城市的空

间范围随着年份的增加也不断扩大。东部地区识

别的实体城市主要包括行政意义上的地级市和发

展相对较好的县级城市，如广东梅州市行政区范

 

未含港澳台数据

图 2    中国实体城市个数及其人口规模

Fig.2    The number and population size of physical urban are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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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识别出 3 个实体城市（梅州市、兴宁市和五华

县）；中部地区的实体城市则主要是地级市，如湖

北省每个地级市行政区范围基本对应一个实体城

市；西部地区的实体城市相对较少，甚至部分城镇

化落后的地级市无法识别出实体城市，如四川省

的甘孜县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2    人口空间结构的测度

基于上述识别的实体城市及人口规模，本文

参考以往文献[25~27]，使用 3 种常见的测度指标来衡

量人口空间结构：首位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帕

累托指数。首位度指数（Primacy）是指省域内省会

城市人口规模占整个省域的人口比重，公式如下：

P = S 1/S （1）

S 1式中，P 为首位度指数， 表示省会城市的人口规

模，S 表示全省人口总数。该指数越大，表明省会

城市的人口空间结构越趋向单中心，反之，人口空

间结构则趋向多中心。

本文的首位度指数特指省会首位度，主要考

虑到本文对省会城市的特殊关注。事实上，绝大部

分省的首位城市即为省会城市，在识别的实体城

市中，只有山东省、福建省和广东省部分年份的首

位城市不是省会城市。此外，本文也尝试过使用首

位城市规模与全省人口之比作为首位度指数，其

分析结果与省会首位度保持一致。

赫芬达尔指数（HHI）被定义为省域内各城市

人口规模占总人口比重的平方和，计算公式如下：

H =
n∑

i=1

(S i

S

)2
（2）

式中，H 为赫芬达尔指数，Si 为省域内第 i 个城市

的人口规模，n 为省域内城市的个数。与 Primacy
重点关注首位城市相比，HHI 通过平方项放大了

省域内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的权重，该指数越高，

省域人口空间结构越趋向单中心分布，反之则趋

向多中心分布。

帕累托指数（Pareto）则是通过拟合城市位序

和规模的对数关系来衡量人口的空间分布。为最

大限度地降低拟合时可能出现的估计偏差，将位

次减去 1/2 处理[28]，具体公式如下：

ln (Ri−0.5) = α−βln (S i) , （3）

Ri式中， 表示城市 i 在省域内的人口规模排序，α
为常数，β 为帕累托指数。与前 2 个指数相比，

Pareto 对省域中所有的城市赋予相同的权重，且与

前 2 个指数不同，该指数越大，人口空间结构越倾

向于多中心分布，反之则趋向单中心分布。 

2.3    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典型特征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展示了所识

别省会实体城市在人口规模上的变化（图 3）。整

体而言，中国所有省会城市在 2000—2015 年的人

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从增长的绝对值来看，

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南京等发展基础较好的省

会人口增加最多，其中广州 15 a 间人口增加了

464 万，而海口、西宁、兰州、银川等省会的吸引力

有限，人口增加相对较少。从增长的相对值来看，

乌鲁木齐、银川、贵阳、合肥的增幅最大，其中乌鲁

木齐在 15 a 间人口的相对增长率为 707%，银川

为 528%，中西部地区人口朝地区性大城市集中的

趋势明显。

 
 

图 3    2000—2015 年部分省会城市人口变化

Fig.3    The population change in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2000-2015

 
结合人口空间结构指数，通过分析人口空间

结构的马尔科夫转换概率矩阵（表 1），探索省域人

口空间结构的时间趋势。为计算马尔科夫转换概

率矩阵，需要将人口空间结构明确的分为单中心

和多中心两类。参考以往研究[29]，本文分别采用绝

对值和相对值将人口空间结构进行划分。其中，单、

多中心人口空间结构分界线的相对值取全部省域

人口空间结构指数的均值和中位数，绝对值则选

择 1（帕累托分布公认的稳态值）和 0.5（首位城市

人口规模占全省的 1/2）。需要指出的是，空间结

构的变化具有连续性，因此单中心和多中心的划

分并非绝对的。此处依据某一门槛进行划分是为

了更加清晰地揭示人口空间结构转变的规律性。

由表 1 可知，矩阵对角线上（人口空间结构保

持原状态）的概率值普遍大于非对角线（人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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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状态发生变化），且绝大部分对角线上概率值

均在 50% 以上，最高达 100%，即在研究时段内中

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整体相对稳定，大多数保持

原有的状态。进一步地，从表示人口空间结构状态

发生转变的非对角线上的概率来看，多中心向单

中心转变的概率基本大于反方向转变概率，其中

多中心向单中心转变的平均概率为 25.5%，而单

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平均概率仅为 17.7%。总体

来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间演变较为缓

慢，存在单中心化的微弱趋势。

由于人口空间结构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本

文使用 2015 年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指数描述各省

人口空间结构的基本空间格局。据图 4，青海、宁

夏、四川、陕西、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口空

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分布（颜色越深表明人口空

间结构越偏向单中心），而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人

口空间结构更倾向于多中心。造成这种空间分布

的原因可能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往往面临严

峻的高地/房价、交通拥堵等“城市病”问题，同时

东部地区适合发展的空间充足，中小城市发展繁

荣，这就导致了人口布局的相对分散；而在中西部

地区，由于发展受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掣肘，

人口往往集中于省内中心城市，进而使其人口空

间结构呈现偏单中心特点。 

3    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
 

3.1    研究模型与数据

借鉴以往相关研究[12,30]，本文采用修正后的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分析省域人口空间结构

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基本模型方程如下：

Y = AKkLlHh （4）

式中，Y 为总产出，K 为固定资本存量，L 为劳动力，

H 为人力资本存量，k、l、h 为弹性系数，效率参数

A 反映了省域城市人口空间结构、集聚经济等对

产出的影响。由于规模报酬不变（k+l+h=1），方程

（4）可以改写为： (Y
L

)
= A
(K

L

)k(H
L

)h
（5）

式中，人均产出是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

本存量以及效率项 A 的函数，对方程（5）两边同时

取对数，将乘法形式转换成线性随机形式，方程

如下：

ln
(Y

L

)
= θ0+ kln

(K
L

)
+hln

(H
L

)
+
∑

j
θ j+1X j+ ϵ （6）

θ j+1

X j

ϵ

效率项在方程（6）中转化为一组系数为 的

变量 ，包括人口空间结构、人口规模（人）、土地

面积（km2）、产业结构（%）、外资干预（%）、政府干

预（%）、道路基础设施（km/人）以及地区和时间固

定效应，θ0 为常数项， 则为随机扰动项。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经济绩效采用 2000—2015
年各省实际 GDP 总量除以识别的城市人口规模

来衡量，其中 GDP 数据去除了第一产业产值，并

根据平减指数调整为 2000 年不变价；核心解释变

量人口空间结构指数，采用首位度指数、赫芬达尔

指数和帕累托指数来测度。

其余解释变量及其数据来源具体说明如下：

①人口规模与土地面积：本文将基于人口和用地

 
表 1    省域单/多中心人口空间结构的马尔科夫转换概率矩阵

Table 1    Markov transition matrix for provincial mono-/polycentric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划分依据

2015年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多中心 单中心 多中心 单中心 多中心 单中心

2000年

均值
多中心 0.833 0.167 0.944 0.056 0.588 0.412

单中心 0 1 0.250 0.750 0.333 0.667

中位数
多中心 0.813 0.187 0.813 0.187 0.353 0.647

单中心 0 1 0 1 0.333 0.667

1或0.5
多中心 0.947 0.053 − − 0.667 0.333

单中心 0 1 − − 0.5 0.5

　　注：矩阵中每个数值代表了2000—2015年省域从横行空间结构状态转换到纵列空间结构状态的概率；由于赫芬达尔指数含义不直观，

未采用绝对值对其进行划分；未含西藏、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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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取的实体城市人口和土地面积数据汇总到

省域，得到省域层面上所有实体城市的人口规模

与土地面积。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均为集聚效应

的代理变量 [4]，二者相互影响，须同时纳入分析。

②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与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物质

和人力资本是公认的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31,32]。

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以 2000 年资本存

量为基期计算而来；人力资本存量参考彭国华 [33]，

以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比例为权重计算出各

省各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再结合教育回报

率系数计算而来，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34]。

③政府干预与外资干预：一般而言，适当的政府

干预和外商投资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但过度的

政府干预和外商投资也会导致市场扭曲以及外资

干预。本文分别采用除去科技、教育、卫生、国防

支出后的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以及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政府

和外资干预，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根据每年平均

汇率转化为人民币计价，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

④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

的推动力，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

之比来表示产业结构。⑤道路基础设施：良好的

道路基础设施能促进贸易往来，并刺激知识传播，

进而带来经济增长。文中采用人均等级公路里程

表示道路基础设施水平。⑥固定效应：包括地区

效应、时间效应、分地区的时间效应，其中分地区

的时间效应为省域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乘

积，用来更加细致地控制各个省自身的时间趋势。

另外，本文的研究对象中不包括直辖市、港澳台和

西藏，即本文只囊括 2000—2015 年 26 个省、自治

区，资本、政府、产业结构和道路的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35]。 

3.2    基准实证结果

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分析省域人口空间结构

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模

型（1）~（3）中仅加入了人口空间结构以及与之最

为密切的集聚效应变量，模型（4）~（6）则是按照式

（4）加入其它控制变量。整体来看，模型有着较高

的解释力，调整 R2 高达 0.98。
从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表 2），除

了 Primacy 外，在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合下，代表单

中心程度的 HHI 呈现正显著，而表示多中心程度

的 Pareto 则为负显著。具体来说，人口空间结构

朝单中心变化 1%，经济效率提高 0.061%~0.101%。

此外，代表集聚效应的人口规模变量呈现负

显著，土地面积变量正显著，意味着集聚不经济已

经显现，值得警惕。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以往研

究基本一致。表 2 发现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人均人

力资本存量、偏向二产的产业结构、人均等级公路

里程均呈正显著，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提高；政府支

出占 GDP 比重、FDI 占 GDP 比重则为负显著，这

 

审图号 GS(2019)1825 号；未含西藏、港澳台数据

图 4    2015 年人口空间结构指数的地理分布

Fig.4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indexes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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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明过多的政府干预和过度的依赖外资都会给

经济绩效带来不利影响。 

3.3    反向因果问题的处理

上述发现尚没有处理可能会导致二者关系出

现偏误的反向因果问题。为了更加严谨地识别人

口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进一步使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和差分 GMM 法重新对

二者关系进行检验。这两种方法均为解决反向因

果问题的常用方法，其基本逻辑都在于通过工具

变量“过滤”掉经济发展对人口空间结构的反向影

响，使实证结果只反映人口空间结构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但二者工具变量的来源不同。具体来说，

TSLS 的工具变量是根据研究主题引入的外生变

量，本文引入地表坡度为空间结构的工具变量。

GMM 的工具变量则是研究模型内嵌的，对于差

分 GMM 而言，其工具变量为模型中相应变量的

多阶滞后变量。需要说明是：①本文只使用了差

分 GMM 而非系统 GMM，主要是因为使用系统

GMM 的前提假设之一是被解释变量的增长与个

体效应不相关。在本文中，这一前提就意味着要求

经济增长速度与省域特征无关，而中国各省的经

济发展还远非接近稳态的经济体，各省之间差异

明显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法忽略。②本文使

用地表坡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

坡度较大的地区不利于经济活动大规模面状铺开，

故倾向形成分散的多中心式人口空间结构[36,37]，表 3

 
表 2    基于面板省域人口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

Table 2    The provincial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with the approach of panel fixed effect
 

(1) (2) (3) (4) (5) (6)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人口空间结构(ln) −0.013 0.068*** −0.101*** 0.001 0.062*** −0.061***

(−0.489) (3.172) (−4.072) (0.037) (4.205) (−3.574)

人口规模(ln) −1.117*** −1.108*** −1.145*** −0.692*** −0.675*** −0.682***

(−42.269) (−42.638) (−38.881) (−17.741) (−17.826) (−17.367)

土地面积(ln) 0.041 0.067** 0.060** 0.054*** 0.078*** 0.065***

(1.574) (2.525) (2.201) (2.975) (4.183) (3.471)

人均固定资本存量(ln) 0.234*** 0.239*** 0.242***

(13.217) (13.790) (13.300)

人均人力资本存量(ln) 0.081*** 0.085*** 0.082***

(3.013) (3.225) (3.101)

政府干预(ln) −0.134*** −0.122*** −0.147***

(−6.494) (−6.047) (−6.347)

外资干预(ln) −0.005 −0.008** −0.007*

(−1.358) (−2.195) (−1.724)

产业结构(ln) 0.049*** 0.043*** 0.039***

(3.458) (3.113) (2.668)

道路基础设施(ln) 0.067*** 0.070*** 0.069***

(6.339) (6.795) (6.474)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各省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16 416 393 416 416 393

调整R2 0.986 0.987 0.986 0.994 0.994 0.994

　　注：1.由于部分年份省域只识别出1个实体城市，Pareto指数无法计算，因此（3）和（6）的样本量较其他组有所减少，下同；2.括号内为t值，

下同；3.***、**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4.空白为无此项；未含西藏、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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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D Wald F 检验值也从统计上确认坡度基本

达到了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自

然地理因素，地表坡度难以对本文所研究的短时

间段的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38,39]。为使工具变量

具有时变性，在具体回归中还进一步引入年度虚

拟变量与地表坡度进行交互，获得随时间变化的

工具变量。地表坡度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

数据云提供的 30 m×30 m DEM 数字高程图。

整体而言，处理反向因果问题后并未改变本

文的核心结论，即偏单中心的人口空间结构有利

于经济绩效的提高。具体来说，人口空间结构朝单

中心变化 1%，经济效率从原本的提高 0.061% 增

 
表 3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差分 GMM的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SLS and differential GMM
 

(1) (2) (3) (4) (5) (6)

TSLS 差分GMM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人均GDP滞后项(ln) − − − 0.187*** 0.121*** 0.234***

(8.218) (6.883) (13.715)

人口空间结构(ln) 0.263* 0.139** −0.097*** 0.598*** 0.586*** −0.059**

(1.759) (2.168) (−2.905) (7.184) (11.215) (−2.106)

人口规模(ln) −0.612*** −0.655*** −0.687*** −0.244*** −0.257*** −0.142***

(−9.378) (−15.803) (−17.894) (−4.783) (−6.970) (−5.384)

土地面积(ln) 0.092*** 0.106*** 0.071*** 0.447*** 0.567*** 0.150***

(3.009) (3.569) (3.777) (16.119) (15.986) (11.815)

人均固定资本存量(ln) 0.236*** 0.245*** 0.244*** 0.462*** 0.453*** 0.600***

(11.029) (13.560) (13.741) (11.236) (12.793) (24.952)

人均人力资本存量(ln) 0.119*** 0.089*** 0.086*** 0.055 0.041 0.109**

(3.060) (3.349) (3.310) (1.005) (0.916) (2.362)

政府干预(ln) −0.162*** −0.108*** −0.138*** −0.083** −0.059** −0.029*

(−5.488) (−4.635) (−5.883) (−2.606) (−2.426) (−1.771)

外资干预(ln) −0.019** −0.012** −0.009** 0.009 0.003 −0.022***

(−2.101) (−2.480) (−2.060) (1.343) (0.590) (−3.976)

产业结构(ln) 0.016 0.035** 0.036** 0.181*** 0.167*** 0.174***

(0.657) (2.307) (2.433) (12.253) (20.587) (14.717)

道路基础设施(ln) 0.081*** 0.074*** 0.069*** 0.225*** 0.265*** 0.064***

(5.405) (6.850) (6.602) (5.147) (7.532) (9.172)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各省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样本量 416 416 393 364 364 344

调整R2 0.985 0.990 0.991 − − −

C-D Wald F 8.242 20.662 108.891 − − −

AR(1) − − − 0.372 0.848 0.001

AR(2) − − − 0.540 0.589 0.008

Hansen − − − 0.484 0.484 0.680

　　注：1. 模型（1）C-D Wald F 检验值略低于经验值10，因此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敏感性更低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LIML）的两阶段工

具变量回归；2. 模型（6）无法通过GMM残差项的自相关检验，故不宜对此模型进行过多解读；3.“–”为无此项；未含西藏、港澳台数据。

11 期 孙斌栋等：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1891

 



长到 0.097%~0.598%，这都表明人口空间结构对

经济的作用在不处理反向因果的模型中很可能被

低估了。总之，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和
差分 GMM 法的回归再次证实，省域人口空间结

构确实影响了经济绩效，且人口空间结构趋向单

中心对经济绩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换而言之，

“强省会”的空间发展模式能提高全省的经济绩效。

除此之外，人口规模变量和土地面积依然呈现负

显著和正显著，省域中的集聚经济可能仍占据主

导地位，但集聚不经济的预兆依然存在。 

4    省会人口规模异质性分析
 

4.1    不同人口规模省域的分组检验

考虑到省域出现集聚不经济的预兆，本部分

按省域人口规模进行分组，进一步检验空间结构

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否会在不同人口规模的省份

中有所差异。理论上，集聚不经济会随着人口增加

而愈加突出，因此在规模相对较大的省域中，集聚

不经济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使得偏单中心的

人口空间结构布局不利于提高经济绩效，并预期

“强省会”模式很可能失效；而在人口规模相对小

的省域中，仍需发挥集聚经济的优势，故而偏单中

心的人口空间结构能对经济绩效起到推进作用，

十分适用“强省会”模式。

此处使用更加严谨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

分 GMM 法分组检验人口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

影响。表 4 发现，不同规模分组下人口空间结构的

系数方向基本相反，而在 TSLS 回归中，人口规模
 

表 4    按人口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

Table 4    The regression results by different population size
 

按人口规模分组的TSLS回归

(1) (2) (3) (4) (5) (6)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人口空间结构(ln)
−3.368 0.231*** −0.530 0.130*** 0.175** −0.163***

(−1.083) (2.408) (−1.079) (2.820) (2.257) (−2.691)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各省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D Wald F 0.029 12.779 1.402 22.742 54.319 20.357

样本量 208 208 208 208 208 185

调整R2 0.304 0.990 0.980 0.993 0.995 0.991

按人口规模分组的差分GMM

(1) (2) (3) (4) (5) (6)

首位度指数 赫芬达尔指数 帕累托指数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人口空间结构(ln)
−0.466*** 0.262 −0.347*** 0.190** 1.461** −0.119

(−3.583) (1.651) (−2.586) (2.263) (2.190) (−0.581)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2 182 182 182 182 162

AR(1) 0.592 0.034 0.163 0.046 0.076 0.056

AR(2) 0.951 0.772 0.832 0.585 0.104 0.010

Hansen 0.471 0.343 0.354 0.341 0.800 0.823

　　注：①“大”表示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规模超过各省人口规模均值的中位数，“小”表示规模相对小的省份，人口规模低于各省人口

规模均值的中位数；②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的控制变量一致；未含西藏、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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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小的省份其人口空间结构通常是显著的，差分

GMM 回归中，人口规模偏大省份其人口空间结构

通常是显著的。即，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中，

偏单中心的人口空间结构更有可能提高经济绩效；

与之相反，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省份中，偏单中

心的人口空间结构布局更有可能阻碍经济绩效的

提高。即，“强省会”战略更适合规模相对较小的

省份；而人口相对较大的省份，已经不适合引导人

口进一步集聚，“强省会”不再适用。 

4.2    基于省会人口规模的机制分析

除了受省域人口规模的影响，偏单中心的人

口空间布局有利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的发现也

可能与首位城市所处集聚阶段有关。作为绝大多

数省域内规模最大的城市，省会城市往往能最先

捕捉到集聚不经济，而如果省会城市尚未到集聚

不经济的阶段，就可以推断省域中的其他城市也

应该处于需要进一步集聚人口发挥集聚经济的

阶段。结合偏单中心有利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的

发现，可以预期，首位城市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

较小省份中的首位城市很可能仍处于集聚经济

阶段。因此本部分聚焦省会城市，期冀从首位城

市所处集聚阶段中探索人口空间结构影响经济

绩效的机制。

表 5 模型（1）~（3）展示了省会人口规模及土

地面积对省会自身经济发展（即省会人均 GDP）的

固定面板回归结果。受数据获得性限制，省会层面

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指标分别使用人均社会固

定资产总额和在校生人均受教育年限来测度，与

省域层面变量略有差异。与预期相悖，本文发现省

会人口规模均表现为负显著，且相应的省会土地

规模也表现为负显著或不显著。换而言之，省会城

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并不利于其自身经济的发展，

甚至在人口规模较小的省份依然如此，即中国的

省会城市普遍已经进入集聚不经济阶段。这一发

现与人口空间布局趋向单中心有利于省域经济绩

效的结论方向不一致，可以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解：

① 虽然省会城市已经进入集聚不经济阶段，但

其经济效率仍高于省域其他城市，如 2000—2015
年省会平均人均 GDP 水平（82 190元/人）远超省

域平均水平（41 579 元/人），这就使得引导人口进

入省会城市对整个省域的经济绩效来说仍是有效

的。②省会城市还可能通过“借出”规模或功

能[40,41] 辐射带动省域其他城市发展。为此，本文在

表 5 模型（4）~（6）中进一步以包括省会在内的省

域人均 GDP 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检验省会城市人

口规模的作用。结果发现，虽然土地面积仍然是负

显著或不显著，但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尤其是在

人口较小的省份里，的确倾向于正向影响全省经

济绩效。综合这 2 组结果，本文认为虽然省会城市

本身已经普遍进入集聚不经济阶段，但省会城市

 
表 5    人口规模与土地面积对省会及省域经济影响机制分析

Table 5    Mechanistic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ize and land area on provincial capital and provincial economy
 

省会人均GDP 省域人均GDP

(1) (2) (3) (4) (5) (6)

全样本 大 小 全样本 大 小

省会人口规模(ln) −0.972*** −0.786*** −1.035*** 0.037 0.026 0.072*

(−29.049) (−15.424) (−16.988) (1.508) (1.099) (1.720)

省会土地面积(ln) −0.028 −0.053*** 0.039 −0.038** −0.094*** −0.008

(−1.371) (−2.804) (0.963) (−2.198) (−5.334) (−0.294)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67 201 166 416 208 208

调整R2 0.991 0.996 0.985 0.994 0.997 0.992

　　注：①“大”表示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规模超过各省人口规模均值的中位数，“小”表示规模相对小的省份，人口规模低于各省人口

规模均值的中位数；②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的控制变量一致。③模型(1)−(3)对应的省会层面控制变量为城市层面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
[35]

；未含西藏、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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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集聚仍有利于整个省域经济发展，后者也

与基本结论中偏单中心的人口空间结构有利于提

高整个省域经济绩效相符。综上，人口空间结构影

响经济绩效的机制十分复杂，集聚经济和集聚不

经济的博弈在不同的空间尺度表现不尽相同。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全球人口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识别

了实体城市，构建了 2000—2015 年中国省域人口

空间结构数据库，在分析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时空

格局的基础上，运用固定面板效应法、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和差分 GMM 法探究了人口空间结构对省

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

的差异，且从省会的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

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2000—2015 年，中国省

会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得到了显著增加。中国省域

人口空间结构的时间演变较为缓慢，存在单中心

化的演变趋势；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

间结构相对单中心化，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空

间结构则相对多中心化。②对所有省份尤其是

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趋向单

中心有助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从人口规模相

对大的省份看，人口空间结构趋向单中心很可能

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省会城市自身

已经初显人口规模（甚至包括土地规模）的集聚不

经济迹象。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

以“强省会”战略为代表的“中心辐射”空间发展模

式值得期待，尤其是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

其次，警惕伴随“强省会”而来的集聚不经济。目

前集聚不经济的预兆在省域层面上已经开始显现，

且省会城市已普遍进入集聚不经济阶段，亟需通

过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或加强城市智能管

理等治理“大城市病”。同时，鉴于偏单中心的人

口空间结构有助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引导人口

向省会以外的其他大城市集聚以培育省域副中心

城市是值得重视的新思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单

中心人口空间结构倡导的是人口的相对集聚，绝

非单单引导人口流向首位城市。最后，要关注“强

省会”战略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发展，人口空间结构

趋向单中心有利于省域经济绩效提高并不意味着

对中小城市放任不管。可能的思路是，对于发展基

础比较好的中小城市，要注重打通与省会城市联

系的通道，建立有效的产业分工协作，切实发挥省

会的辐射带动作用；而对于可能出现收缩的中小

城市，需理性看待并转变城市惯性的增量发展思

路，引导“精明收缩”。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对人口空间结

构影响经济绩效的机制分析仍是相对初步的，未

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

这组矛盾动力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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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lobal  population  data  from LandScan  and  land  use  data  released  by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this paper identifies physical urban areas and extracts their populations. On this basis, we con-
structed a database of the population’s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s provinces for 2000-2015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provincial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Further, this paper uses fixed panel, two-
stage least square method and difference GMM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on provinci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how this effect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sizes. We also probe the under-
ly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gglomeration (dis) economy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The fol-
lowing findings were reached. First,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5, the population size of all provincial capitals
in China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index,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modest,  with  a  tendency  towards  monocentricit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provincial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monocentric,  while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he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tends to be polycentric. Second, for all provinces, espe-
cially  those  with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s,  a  monocentric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facilitates  economic
efficiency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Third, judging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
ies themselves, China’s capital cities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agglomeration diseconomy, while conside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vince,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have a clear boosting effect.

Key words:  “Strong provincial capitals”  strategy;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monocentricity of population
spatial structure; economic performance; provincial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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